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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选择实验方法的北京市空气质量价值评估

全世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科学地评估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是政府制定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必要前提。近年来选择实验方法逐渐兴起，并被研究者广泛

应用于环境价值评估。与其他陈述偏好方法相比，选择实验的一个优势是其具有更高的外部效度。选择实验方法在国内的应用研究

尚处在起步阶段。本研究分别在 2015年和 2016年对北京市居民开展了两次基于选择实验方法的网络调查，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

用随机参数 Logit和广义多元 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空气质量的偏好，并据此估算了空气质量价值。根据 2015年样本的估算

结果，雾霾天气( PM2．5超标)和沙尘天气( PM10超标)对北京市居民的平均边际价值分别为 6．32 元 /d 和 2．69 元 /d;根据 2016 年样本

的估算结果，两个价值分别为 7．72元 /d和 2．81元 /d。上述估算结果在两次调查样本中基本稳定，而且，在多种模型设定下都具有较

强的稳健性，与近年来的同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以 2016年样本的估算结果为基础，2015年北京市雾霾天气和沙尘天气引起的价值

损失分别为 239．61亿元和 45．13亿元，占北京市当年 GDP 总量的 1．04%和 0．20%。进一步研究发现，北京市 2015年和 2016年空气质

量改善的价值均低于北京市政府同年用于治理空气污染投入的财政资金总量，说明资金使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虽然空气质

量对高收入居民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以收入水平为指标设计的累进税率并不比固定税率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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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是中国长期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

个严重负面效果。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重霾锁城”，空

气质量已经成为影响普通居民生活幸福感的一个关键因

素。根据 Freeman等［1］的总结，空气污染可以通过损害人

体健康、增加防护支出、减少休闲娱乐、降低视觉和知觉舒

适性等多种渠道对人类的福利造成影响。而评估这种福

利影响则是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一项研究内容。环境政

策制定和项目开发论证都需要对环境质量变化的经济价

值进行科学的评估，进而结合政策成本、项目效益等信息

判断政策和项目的可行性。基于此，本文拟采用选择实验

方法对北京市的空气质量进行价值评估。

1 文献综述

由于空气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其价值无法通过直接

的市场数据进行评估。经济学家开展环境价值评估的方

法可以分为陈述偏好方法和显示偏好方法两类:前者通过

调查对象汇报的假想市场数据评估价值，其代表为条件价

值评估方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 后者通过观测间接市

场数据评估价值，其代表为特征价格方法 ( Hedonic

Pricing) 。早期有大量研究采用这两种方法评估了空气质

量的经济价值。例如，蔡春光与郑晓瑛［2］采用双边界二分

选择方法分析得到北京市居民对空气质量提高健康水平

的支付意愿为 652．33 元 /a; 陈永伟和陈立中［3］采用房地

产特征价格方法分析得到青岛市消费者因空气污染降低

对商品住房的边际支付意愿为 99．79元 /a。近年来，也有

研究通过主观幸福感函数中空气质量与货币收入的边际

替代率来测算空气质量价值［4－6］。

从总体上看，显示偏好方法的优点在于真实市场数据

具有较高的外部效度。但是，因为空气质量影响人类福利

的渠道并非都存在间接市场，所以，通过单一间接市场评

估的空气质量价值只能构成空气质量总价值的下界［3，7］。

与此相反，陈述偏好方法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得到居民对空

气质量改善的最大支付意愿，但是，数据的假想性特征导

致其外部效度一直备受质疑。这也是陈述偏好方法的结

论难以被推广到政策应用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正如

Louviere et al．［8］所述，陈述偏好方法在应用研究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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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何保证结果的效度。

选择实验方法在近年来逐渐兴起，并被研究者广泛应

用于环境价值评估。与陈述偏好方法相比，选择实验的一

个优势是其更高的外部效度。经验研究广泛证实了在条

件价值评估中，被试者倾向于采取策略性行为，导致其汇

报的支付意愿偏离真实支付意愿［9－10］。但是，选择实验方

法要求被试者在一系列构造的选项之间进行对比权衡，从

而间接地进行价值评估，这种问题形式会加大被试者采取

策略性行为的认知成本，因而选择实验具有更高的外部效

度［11－12］。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也都支持选择实验满足激

励相容的原则［13］。

目前，国际上已有部分研究采用选择实验方法评价了

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价值［14－15］。但是，选择实验方法在

国内的应用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这也是本文重新讨论空

气质量价值评估问题的原因。本文采用选择实验方法为

空气质量价值评估增加新的经验证据，对分析结果的稳健

性进行重点讨论;在价值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开展空气污染

治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并讨论个人环境税的征税方案。

2 理论与方法

2．1 理论依据

选择实验会向被试者提供一系列的“复合环境产品”

选项供被试者选择，每个复合产品均由多个环境属性进行

定义。环境属性本身是连续的，但是，被试者对“复合环境

产品”的选择则是离散的。被试者的优化问题可以被定义

为:

max
q，z
U( q( A) ，z)

s．t． i． y= tq+z

ii． qiqj = 0，i≠j

iii． z≥0，qj = { 0，1} ，j ( 1)

在( 1) 式中，U表示拟凹效用函数，q 表示一个由 J 维

向量定义的用来描述空气质量综合状况的一系列复合产

品，A是定义 q的 K维空气污染物属性向量，z表示一个作

为参照的私人物品，设其价格为 1。约束条件 i 表示预算

约束，其中，y表示收入，t表示 q的“价格”向量，即被试者

为了消费每种特定的空气质量都需要缴纳一定的税额( 本

文不考虑空气质量的初始产权设定，在现实中，消费者可

能并不需要为空气污染治理承担缴税义务，但这意味着实

现特定空气质量的成本被转嫁到了市场产品的价格中) 。

约束条件 ii表示复合产品的互斥性，即被试者在选择集合
q中能且只能选择一种空气质量的复合产品，且约束条件
iii限定了这种产品的数量固定为 1。假设被试者的效用

函数满足弱互补性的条件，上述优化问题也可以由( 2) 式

的间接效用函数进行表达:

V( y，t，A) = max［V1( y－t1，A1) ，…，VJ( y－tJ，AJ ) ］ ( 2)

在( 2) 式中，Vj 表示被试者选择 qj 时的条件间接效

用，被试者会选择一个为其带来效用最高的空气质量状

况。于是，一个典型的离散选择问题可以被描述为: Vj ＞

Vi，i≠j。此时，考虑空气污染水平发生了一个由 A0 到

A1 的变化，那么，通过补偿变差定义的空气质量价值可以

被描述为:

max［V1( y－t1，A
0
1 ) ，…，VJ( y－tJ，A

0
J) ］=max［V1( y－ t1 －

CV，A1
1 ) ，…，VJ( y－tJ－CV，A

1
J ) ］ ( 3)

研究者的任务是在( 3) 式中对 CV进行估算。

2．2 实证模型

为了估算 CV，研究者最常用的一种设定是在随机效

用理论的基础上将条件间接效用 Vj 定义为一个线性函数

形式:

Vj( y－tj，Aj ) = α0+α( y－tj ) +βAj+εj ( 4)

在( 4) 式中，α表示收入的边际效用，β表示 K 种空气

污染物的边际效用向量，将( 4) 式代入( 3) 式，并假设 εj 服

从第一极值分布，于是，可以求得［16］:

E( CV) =
1
α
［ln( ∑J

j= 1exp( βA
1
j －αtj ) ) －

ln( ∑J
j= 1exp( βA

0
j －αtj ) ) ］ ( 5)

假设 A0 到 A1 的变化仅为空气污染物 Ak 发生了一个

边际变化，那么，Ak 的边际价值可以求解为 wk = βk /α。研

究者估算 CV的任务可以转化为估算偏好参数 α和 β。

在( 4) 式中估算偏好参数的传统方法是多元 Logit 模

型，随着现有研究广泛证实了个体的偏好异质性，偏好参

数不再被定义为一个固定参数，而是被定义为一个随机参

数。Fiebig et al．［17］将个体的异质性分解为两个来源: “偏

好异质性”(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 和“范围异质性”

( Scale Heterogeneity) ，前者衡量个体偏好偏离平均偏好的

差异，后者衡量个体决策随机性的差异，即 ( 4) 式被进一

步定义为:

Vnj( y－tj，Aj ) = α0n－αn tj+( σnβ+γηn+( 1－γ) σnηn ) Aj+εj

( 6)

( 6) 式定义了一个广义多元 Logit 模型 ( Generalized

Multinomial Logit，GMNL) 的效用函数形式，其中，下标 n∈
N表示第 n 个被试者，ηn 用来捕获个体对污染物 Aj 的偏

好异质性，σn 用来捕获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范围异质性，

γ用来分配两种异质性的权重并决定两种异质性的关系，

0≤γ≤1。当 γ= 1且∑( ηn ) = 0 时，个体异质性完全反映

为范围异质性;当 γ= 0且 σn = 1时，个体异质性完全反映

为偏好异质性，对应的模型退化为随机参数 Logit 模型
( Ｒandom Paramet Logit，ＲPL) 。在 ＲPL 模型中，通常假定

随机参数服从正态分布，即 ηn ～N( 0，∑) 。在 GMNL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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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常进一步假定范围参数服从均值为 1的对数正态分

布，即 σn ～ LN( 1，τ
2 ) 。

为了分析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后文进一步考虑在

ＲPL模型和 GMNL 模型中引入“特定选项常数项”

( Alternative Specific Constant，ASC) ，将式( 6) 修改为:

Vnj( y－t，Aj ) = α0n －αn tj + ( σnβ+γηn + ( 1－γ) σnηn ) Aj +

ASCj+εj ( 7)

在( 7) 式中，ASC可以用来捕获被试者对模型中未加

控制的其他空气污染物的综合偏好，也可以用来反映被试

者高估现状偏好的情形，被认为可以更加准确地描绘被试

者在选择情景中的决策过程［12］。此外，后文还考虑了在
ＲPL模型中引入被试者个人统计学特征的情形，将( 6) 式

修改为:

Vnj( y－tj，Aj ) = α0n－αn tj+( β+ηn ) Aj+θ( snAj ) +ASCj+εj

( 8)

在( 8) 式中，sn 表示被试者 n的个人特征向量。由于

随机效用理论中的信息价值反映在选项之间的效用差值

上，而非单一选项的绝对值上，所以，sn 不能以独立变量的

形式出现在效用函数中 ( 否则会被消减) ，只能以和属性

变量的交叉项的形式被引入模型，如( 8) 式所示，参数 θ可

以用来捕获个人特征对被试者空气质量偏好的边际影响。

此时，空气污染物 Ak 的边际价值为 wk = ( β+ηk+θk s) /α。

3 实验设计与数据

3．1 选择实验设计

设计选择实验的基本步骤包括:①选择空气污染物属

性向量 A; ②确定每种污染物属性的水平; ③生成空气质

量的复合产品 q; ④构造选择情景。其中，前两个步骤是

设计选择实验的基础。与其他陈述偏好方法相比，选择实

验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信息负荷很高，随着属性数量和属性

水平的上升，实验的信息负荷会随之呈现出指数型的上

升。而大量研究均已证实:过高的信息负荷会导致被试者

根据启发式采取一系列非理性的信息处理策略用来简化

决策过程，从而使分析结果出现偏误［12］。因此，本文根据

一个预调查的结果，仅选择了普通居民最为关切的两种污

染物:可吸入颗粒物( PM10 ) 和细颗粒物( PM2．5 ) ，用来设计

选择实验。其中，PM10是沙尘天气的主要成分，PM2．5是雾

霾天气的主要成分。此外，本文使用“缴税”作为评价空

气质量价值的“支付工具”。

在第②步中，首先需要定义污染程度的“单位”，现有

研究主要有两种定义方法:以浓度为单位［6，18－19］和以天数

为单位［20－21］。为了统一被试者对污染程度的主观认知，

本文采用以天数为单位的定义方法。本文向被试者首先

提供了两张“中度雾霾天气”和“中度沙尘天气”的图片，

并以两种天气在一年中的发生天数来衡量污染程度。中

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北京市 PM2．5超

标( 雾霾天气) 天数为 162 d，PM10超标( 沙尘天气) 天数为

86 d。为了便于认知，本文将这两个数值约等为180 d和
100 d，并据此作为设计属性水平的现状基准，分别设定了

三个水平的治理效果( 见表 1) 。然后，本文参考同类研究

的价值评估结果［18］，选择以 400 元 /年作为缴税基准，也

设定了三个缴税额度( 见表 1) 。

在第③步中，根据表 1的定义，选择实验对应于一个 3

属性 3水平的实验设计方案，即一共可以组合出 27 种反

映空气质量的复合产品。本文采用标准的正交设计方案

在这 27 种组合中提取了 9 个复合产品选项。然后，在第

④步中，本文依据属性水平平衡、效用平衡和最小重叠的

原则将 9个复合产品选项配对为 4个选择情景( 每个情景

中有两个选项，舍弃 1 个选项) 。此外，在每个选择情景

中，本文都增加了一个“维持现状”的选项。为了避免“排

序效应”，4个选择情景在每份问卷中都被随机排序。在

正式进入选择实验以前，问卷还向被试者提供了一个示例

情景，用来说明情景设定的含义及填答方法。

3．2 调查实施与样本描述

课题组于 2015年 11月和 2016年 10月对北京市常住

居民开展了两次问卷调查。两次调查使用相同的问卷，主

要询问了被试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大气污染认知以及在

上述选择情景中的决策。两次调查均采用网络调查方法，

委托同一家大型网络调查公司向其北京市样本库中投放

调查问卷，并限定调查对象均为在北京市常住时间超过 3

年的成年居民。两次调查分别收集了 232 与 222 份有效

问卷，表 2汇报了两次调查样本( 后文分别称“样本 1”和
“样本 2”) 的统计学特征。

根据表 2汇报的结果，两次调查收集的样本整体上具

有相似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北京市居民的整体情况相

比，调查样本具有女性比例偏高、年龄偏低、受教育水平偏

高的特征，这也是网络调查样本的共同特征。网络调查方

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样本框偏差，很多研究都发现通过网

络调查获取的样本特征与其他调查方法获取的样本存在

表 1 选择实验设计中的属性及其水平定义
Tab．1 Attributes and attribute levels in choice

experiment design

属性 属性水平

雾霾天气 /d 135( 降低 25%) 90( 降低 50%) 45( 降低 75%)

沙尘天气 /d 75( 降低 25%) 50( 降低 50%) 25( 降低 75%)

缴税额度 /
元·a－1

200 4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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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但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这种样本偏差也在随之减小［22］。而且，

许多对比研究也证实了网络调查数据的有效性［22－23］。

4 估计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4．1 空气质量的边际价值估算

根据上文的实验设计，式( 6) 中的空气污染属性向量

可以定义为 A = ( haze，sand) '，其中，haze 表示雾霾发生天

数，sand表示沙尘发生天数。依据式( 6) 对表 2 中的两个

样本分别回归随机参数 Logit模型( ＲPL) 和广义多元 Logit

模型( GMNL) ，为了得到服从正态分布的边际价值，将收

入的边际效用 αn 限定为固定参数，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从表 3的估计结果可知，四个模型都表现出了良好的

整体拟合效果，且估计结果在两次调查样本之间和两个模

型之间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所有系数估计值均与理论

预期相吻合: t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缴税的边际效用为负
( 即收入的边际效用为正) ; haze 和 sand 的均值估计系数

也为负，说明大气污染对居民的平均边际效用也为负。相

比之下，一个中度雾霾天气的边际负效用较中度沙尘天气

更大，这与近年来北京市居民对空气污染的认知也相互一

致，说明雾霾的危害强于沙尘。高度显著的标准差系数证

实了居民对空气污染具有异质性的偏好，说明随机参数模

型较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GMNL

模型与 ＲPL模型相比，不能拒绝 τ= 0的原假设，即范围异

质性未被证实，说明不同的被试者在选择情景中的决策具

表 2 调查样本的描述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 1 样本 2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gender 性别 0．565 0．497 0．572 0．496

age 年龄 31．677 9．081 33．680 5．550

edu 受教育年限 16．259 2．622 15．482 2．949

inc 月均收入 /103 元 7．121 4．968 7．162 4．700

prof 是否有环保专业知识背景
( 是= 1，否= 0)

0．203 0．403 0．113 0．317

child 家庭是否有儿童
( 是 = 1，

否= 0)
0．616 0．487 0．550 0．499

ill 是否曾患呼吸系统疾病
( 是= 1，否= 0)

0．651 0．478 0．532 0．500

aqi 是否了解
“空气质量指

数”( 是= 1，否= 0)
0．720 0．450 0．662 0．474

know 对雾霾和沙尘的知识水平
( 取值范围: 0—7)

3．448 1．261 4．063 1．400

注:课题组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 7 个判断正误形式的客观问题
用来评价调查对象对雾霾和沙尘的知识水平。调查对象每答对 1题
加 1分，答错记 0分，由此得到取值范围为 0—7的变量 Ｒnow。

有程度相似的不确定性或随机性。该结论说明本文实验

设计的信息负荷适宜，被试者可以按照理性原则在选项之

间进行权衡。

在表 3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根据贝叶斯法

则估算每个被试者的偏好参数［16］，进而可以计算出空气

污染对每个被试者的边际价值，即每个被试者对降低空气

污染的边际支付意愿。根据 ＲPL模型的计算结果作核密

度图，如图 1 所示。整体上看，两次调查样本估算的边际

价值比较吻合，说明北京市居民在近两年对空气污染的偏

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相比之下，通过样本 2估算的边际

价值略高于样本 1，排除调查时点的贴现效果，这也反映

了北京市居民对降低空气污染的支付意愿有小幅的增加。

以样本 2为例，分别有 20．10%和和 29．48%的被试者

对降低雾霾和沙尘具有负向的边际支付意愿，这一结果与

曾贤刚等［18］通过直接询问调查对象得到零支付意愿的居

民比例相似。被试者拒绝支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对实验

中空气质量的初始产权设定存疑，或者是对治理空气污染

的政策效果缺乏信心。样本 2的估算结果可以被描述为:

北京市居民对降低一天标准中度雾霾天气的平均支付意

愿为 7．72元，对降低一天标准中度沙尘天气的平均支付

意愿为 2．81 元。据此估算，如果将雾霾天气的发生天数

在 2014年的基础上降低一半，从 162 d减少到 81 d，那么，

北京市居民的平均总支付意愿为 625．32 元; 将沙尘天气

发生天数降低一半，从 86 d减少到 43 d的总支付意愿为
120．83元。

表 3 模型回归结果
Tab．3 Estimation results

项目

样本 1 样本 2

ＲPL GMNL ＲPL GMNL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均值

t －0．481＊＊ 0．048 －0．487＊＊ 0．052 －0．362＊＊ 0．043 －0．381＊＊ 0．064
haze －3．029＊＊ 0．374 －3．091＊＊ 0．411 －2．769＊＊ 0．356 －2．748＊＊ 0．455
sand －1．291＊＊ 0．390 －1．299＊＊ 0．398 －0．969* 0．388 －1．024* 0．439
标准差

haze 4．245＊＊ 0．466 4．294＊＊ 0．495 3．914＊＊ 0．432 4．213＊＊ 0．767
sand 2．793＊＊ 0．489 2．841＊＊ 0．518 2．945＊＊ 0．478 3．104＊＊ 0．631
范围异质性

τ 0．135 0．211 －0．279 0．321

观测值 2 784 2 784 2 664 2 664

修正 Ｒ2 0．218 0．217 0．203 0．203

Chi2 388．4 96．0 355．4 44．6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注:①＊＊和* 分别表示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为了提
高系数估计值的量级，t的单位调整为“102 元”，haze 和 sand 的单位
调整为“102 d”;③观测值=样本量×12，其中，12 表示 4 个选择情景
中的选项总数;④在 GMNL 模型中，设 γ = 0; ⑤在所有模型中均设 β
为独立分布的随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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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总结了近年来评估国内空气质量价值的相关研

究结论。不要求强制支付的陈述偏好方法通常面临着价

值被高估的风险，而且，考虑到近年来普通居民对空气污

染的认知和关注度都有大幅提高，采用陈述偏好方法估算

的空气质量价值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但是，从表 4的对比

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本文明显高估空气质量价值的可能

性。虽然不同研究采用的评估方法、选择的评估对象、界

定的价值范畴都存在差异，但是，排除部分在数量级上存

在明显高估或低估的研究结论以后，多数研究的评估结果

处于 300—1 000元 /年的范围以内。本文估算的空气质量

价值基本上处于这一范围，说明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聚敛

效度。

4．2 稳健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判断上文估算的空气质量边际价值的稳

健性，本文分别从以下两个维度对回归模型进行重新估

计:考虑引入特定选项常数项 ( ASC) 、考虑引入被试者个

人统计学特征。首先，根据前文设定的( 7) 式在模型中引

入特定选项常数项，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

根据定义可知，ASC项反映了“维持现状”选项中未加

控制的其他空气污染物的综合情况，因此，从理论上讲，其

边际效用也应为负值。但是，在表 5 中，所有模型都无法

拒绝 ASC均值系数为零的原假设，说明其他空气污染物对

被试者的综合价值并不明确。与表 4 进行对比也可以发

现，引入 ASC项以后，模型的修正 Ｒ2 并未得到明显的改

善，说明 ASC项并不能提高模型对被试者决策的解释力

度。表 6汇报了估算被试者个体层面上边际价值的统计

结果。其中，ASC项的边际价值均值为正且统计显著，说

明被试者对降低其他空气污染物也具有均值为正的支付

意愿，但是，ASC项的边际价值明显低于雾霾和沙尘。上

述结论意味着被试者在选择情景中很可能并未重视其他

图 1 空气质量边际价值的核密度图
Fig．1 Kernel density of air quality’s marginal values
注:①图中 m表示均值，单位为“元 /d”，sd 表示标准差，＊＊

表示对应的均值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②采用 Epanechnikov
核函数作图。

空气污染物的影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PM2．5和 PM10是目

前北京市居民最关切的两种空气污染物。

对比表 6与图 1中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在模型中引

入 ASC项以后估算的雾霾与沙尘边际价值均有小幅的下

降，可以理解为 ASC代表的其他空气污染物分担了雾霾与

沙尘价值的一部分份额。但是，雾霾和沙尘的边际价值下

降的幅度并不大，据此可以说明，引入 ASC 项并不会对上

文估算的空气质量价值造成显著的影响。

然后，考虑在模型中控制被试者的个人特征，根据前

文定义的式( 8)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与表 4 的估

计结果对比可知，当模型中引入个人特征与空气质量的交

叉项以后，雾霾和沙尘的标准差系数均有所下降，但仍然

统计显著，据此可以说明个人特征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被试者的偏好异质性，但解释力度有限。这一结论从

模型的修正 Ｒ2 明显提升也可以得到验证。

就特征因素来看，收入因素与雾霾和沙尘的交叉项系

数在两个样本中都显著为负，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空气

污染的边际负效用也会随之增加，即收入更高的居民对降

低空气污染具有更高的边际支付意愿。这一结论与许多

表 4 空气质量价值评估的相关研究结果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air quality values among

relevant studies

作者 时间 样本区域 评估方法 价值界定
估算结果 /
元·a－1

蔡春光等［2］ 2007 北京市 双边界二分 空气污染水平较 2005年降低 50% 652．33

高新才等［24］ 2011 兰州市 支付卡 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 46．99↓

咸会琛等［25］ 2013 青岛市 支付卡 空气质量达到新二级标准 34．93↓

黄德生［26］ 2013 北京市 支付卡
城市能见度提高 3dv
城市能见度提高 6dv

363．28
576．24

陈永伟等［6］ 2013 CFPS城市 主观幸福感

PM10降低 1 μg /m3

SO2降低 1 μg /m3

NO2降低 1 μg /m3

343．60↑
45．20

232．44↑

何凌云等［5］ 2014 CSS城市 主观幸福感 空气质量劣于二级标准减少 1 d 353．41↑

Tan等［27］ 2014 北京市
上海市

双边界二分 空气质量达到北京奥运会标准
925．25
426．12

曾贤刚等［18］ 2015 北京市 开放式
PM2．5浓度降低 30%
PM2．5浓度降低 60%

273．36
477．84

石春娜等［28］ 2016 温江市 选择实验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提高 1% 399．45↑

Tang等［14］ 2016 29个城市 选择实验 雾霾天数由 30 d降低到 15 d 1 733．48

本研究 2017 北京市 选择实验
雾霾天数较 2014年减少一半
沙尘天数较 2014年减少一半

625．32
120．83

注:①表中仅不完全统计了近 10年来采用陈述偏好方法估算中
国空气质量价值的研究结果;②表中时间为发表时间，较调查时间晚
1—2 a;③高新才等［24］原文估算结果为 140．97 元 / ( 户·a) ，表中按
照每户 3人进行折算;④↓表示结果在数量级上偏低，↑表示结果在
数量级上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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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的分析结果相一致［6，18］。另一个具有显著影响

的特征因素是个人对空气污染的认知水平 ( 包括 aqi 和
know) ，这一结论符合经验认识，与现有研究的结论也相吻

合［6，18］，说明被试者对空气污染的关切度、了解度等认知

水平越高，其对降低污染水平的支付意愿也越高。

进一步考虑引入个人特征因素对空气质量边际价值

的影响。在表 7报告的估计结果基础上估算被试者个体

层面上的边际价值，统计结果如表 8所示。与图 1描述的

结果进行对比可知，样本 1估算的雾霾和沙尘价值都有所

表 5 引入 ASC项后的模型估计结果
Tab．5 Estimation results after including alternative

specific constant

项目

样本 1 样本 2

ＲPL GMNL ＲPL GMNL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均值

t －0．496＊＊ 0．080 －0．508＊＊ 0．083 －0．379＊＊ 0．073 －0．675* 0．335

haze －2．972＊＊ 0．663 －2．871＊＊ 0．663 －2．655＊＊ 0．638 －6．017* 2．994

sand －1．216 0．953 －1．008 0．960 －0．761 0．906 －2．624* 1．220

ASC －0．313 1．164 －0．391 1．153 －0．332 1．072 0．355 0．374

标准差

haze 4．103＊＊ 0．460 4．293＊＊ 0．497 3．895＊＊ 0．441 8．254 4．228

sand 2．395＊＊ 0．570 2．757＊＊ 0．509 2．844＊＊ 0．535 5．705 3．147

ASC 1．823＊＊ 0．389 0．604 0．689 0．867 0．709 0．595 0．402

范围异质性

τ 0．108 0．190 －1．087* 0．450

观测值 2 784 2 784 2 664 2 664

修正 Ｒ2 0．217 0．215 0．202 0．205

Chi2 382．2 107．6 350．5 6．3

P 值 0．000 0．000 0．000 0．175

注:①＊＊和* 分别表示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为了提
高系数估计值的量级，t的单位调整为“102 元”，haze和 sand 的单位
调整为“102 d”;③观测值=样本量×12，其中，12 表示 4 个选择情景
中的选项总数;④在 GMNL 模型中，设 γ = 0; ⑤在所有模型中均设 β
为独立分布的随机参数。

表 6 引入 ASC项后估算空气质量边际价值的统计结果
Tab．6 Marginal values of air quality based on models

including alternative specific constant

项目

样本 1 样本 2

ＲPL GMNL ＲPL GMNL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haze 5．972＊＊ 6．912 5．669＊＊ 7．133 7．002＊＊ 8．669 7．250＊＊ 8．678

sand 2．416＊＊ 2．460 2．018＊＊ 3．251 2．168＊＊ 4．590 3．149＊＊ 4．008

ASC 0．606＊＊ 1．610 0．767＊＊ 0．201 0．869＊＊ 0．537 0．202* 1．509

注:①＊＊和* 分别表示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边际价
值均值的单位为“元 /d”。

上升，样本 2估算的雾霾和沙尘价值都有所下降，但是变

化幅度并不大。据此可以说明，引入个人特征因素虽然有
助于改善模型的解释力度，但同样不会对上文的分析结果

造成显著的影响。

表 7 引入个人特征与空气质量交叉项后的模型估计结果
Tab．7 Estimation results after includ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demographics and air quality

均值
样本 1( ＲPL) 样本 2( ＲPL)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t －0．470＊＊ 0．080 －0．375＊＊ 0．073

haze 9．438＊＊ 3．203 4．135* 2．088

sand 6．347* 3．204 0．811 2．768

ASC －0．378 1．162 －0．483 1．065

交叉项
均值

haze× sand× haze× sand×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gender －0．164 0．578 －0．236 0．661 0．614 0．516 －1．056 0．657

age －0．055 0．037 －0．040 0．039 0．025 0．046 0．055 0．061

edu －0．233 0．154 －0．008 0．126 －0．050 0．110 0．031 0．141

inc －0．468＊＊ 0．109 －0．329＊＊ 0．118 －0．191* 0．077 －0．220* 0．087

prof －1．388* 0．722 －0．623 0．805 0．655 0．851 －0．405 1．055

child －0．995 0．656 －0．493 0．711 －0．229 0．504 0．072 0．637

ill 0．063 0．647 －0．095 0．725 －0．032 0．511 －0．329 0．650

aqi －1．271 0．743 －1．709* 0．784 －0．609 0．527 －0．542 0．688

know －0．568 0．274 －0．618* 0．280 －1．333＊＊ 0．213 －0．283 0．247

标准差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haze 3．152＊＊ 0．392 3．012＊＊ 0．367

sand 2．253＊＊ 0．610 2．971＊＊ 0．490

ASC 1．796＊＊ 0．591 0．994* 0．459

观测值 2 784 2 664

修正 Ｒ2 0．246 0．224

Chi2 247．9 227．2

P值 0．000 0．000

注:①＊＊和* 分别表示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为了提
高系数估计值的量级，t的单位调整为“102 元”，haze 和 sand 的单位
调整为“102 d”;③观测值=样本量×12，其中，12 表示 4 个选择情景
中的选项总数;④在所有模型中均设 β为独立分布的随机参数，设 θ
为固定参数。

表 8 引入个人因素特征后估算空气质量
边际价值的统计结果

Tab．8 Marginal values of air quality based on models
including demographics

项目
样本 1( ＲPL) 样本 2( ＲPL)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haze 6．763＊＊ 7．830 7．307＊＊ 8．704

sand 2．905＊＊ 4．777 2．081＊＊ 5．866

ASC 0．816＊＊ 1．649 1．284＊＊ 0．674

注:①＊＊表示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②边际价值均值的单位
为“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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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扩展讨论

5．1 北京市空气污染治理的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判断环境政策是否可行的基本方法。

分析过程涉及四个函数关系［1］: 政策成本函数、政策对环

境质量的技术效果函数、环境质量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效果

函数、人类活动的福利评价函数。本文对空气质量边际价

值的估算描绘了后两个函数关系，可以用来估算空气污染

治理的效益。

根据上文的估算结果进行效益转移( Benefit Transfer)

分析。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北京市常

住人口为 2 170．5万人。据此计算，减少一个中度雾霾天

气对北京市居民的平均总价值约为 1．68 亿元 /d，减少一

个中度沙尘天气的平均总价值约为 0．61亿元 /d( 采用图 1

样本 2的估算结果) 。将上述价值分别与北京市 2015 年
PM2．5超标天数( 共计 143 d) 和 PM10超标天数( 共计 74 d)

相乘可得雾霾天气和沙尘天气的总价值分别为239．61亿

元和 45．13 亿元( 见表 9) ，占北京市 2015 年 GDP 总量的
1. 04%和 0. 20%。

由于缺乏针对前两个函数的分析，本文根据政府投入

的财政资金进行一个简单的匡算。北京市财政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北京市用于空气污染治

理投入的财政资金分别为 61． 2 亿元、134． 0 亿元和
165．4亿元。财政资金投入的额度低于空气污染的总价值
( 见表 9) 。但是，如果将空气污染改善的程度作为财政投

入资金的技术效果，那么，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显然是高

于效益的。例如，从 2014 年到 2015 年，空气污染降低的

总价值为 36．33亿元，而 2015年的资金投入则为 134．0亿

元，效益仅为成本的 27．11%。出现这一结果有多种原因。

首先，36．33亿元可能低估了治理空气污染的效益，一方

面，这一结果没有包括其他空气污染物下降的价值; 另一

方面，出于空气污染治理的空间溢出效果，北京市周边地

区的空气质量改善的价值也应加以囊括。其次，在舆论

表 9 北京市空气污染的总价值估算结果
Tab．9 Total value of air quality in Beijing

空气污染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超标
天数 /d
总价值
/亿元
超标
天数 /d
总价值
/亿元
超标
天数 /d
总价值
/亿元

雾霾( PM2．5 ) 162 269．09 143 239．61 133 222．86

沙尘( PM10 ) 86 52．00 74 45．13 61 37．20

注:①超标天数通过收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日数据进行
统计，指轻度雾霾和轻度沙尘以上的天数; ②总价值 =人均边际价
值·北京市常住人口·超标天数，其中，人均边际价值取自上文图 2
的数据，北京市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其中，
2016年常住人口采用 2015年数据。

压力下，北京市治理空气污染的资金投入在最近三年出现

了大幅上升，2011年和 2012 年的投入额度仅为 17 亿元，

2013年为 30亿元，2016年则达到了 165．4亿元，六年间的

平均增长速度为57．62%，这一速度显然大幅高于空气质量

改善的速度。因此，科学论证环境政策的成本效益、加强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应该成为当前空气污染治理的重点

工作。

5．2 个人环境税的税制设计

税收是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主要资金来源。如果政

府向普通居民征收空气污染税，税率应该设置为固定税率

还是累进税率? 假设政府需要征收的空气污染税总额是

给定的，并且，这一总额满足社会层面上的“希克斯－卡尔

多”补偿原则，但是，降低空气污染对每个居民的价值有所

不同，那么，政府如何向居民征税最公平?

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令 csn =wn－tn，其中，wn 表

示降低空气污染对居民 n的价值，tn 表示居民 n的缴税额

度，那么，csn 相当于居民 n的“消费者剩余”。本文考虑通

过度量 csn 在样本 N 中的不平等程度来比较不同税制的

优劣，csn 的不平等程度越低即意味着税制越公平。显然，

不平等程度最低的方案为 csn = csm，n≠m，即样本 N 中

所有居民的消费者剩余都相等。特殊地，假设税收总额恰

好满足补偿原则，即 T=∑tn =∑wn。那么，从理论上讲，最

公平的征税方案是对所有 n∈N 都有 csn = 0，即每个居民

上缴的税额恰等于降低污染的价值。但是，由于信息不对

称，政府无法了解空气质量对每个居民的真实价值，因此，

令 tn =wn 的征税方案在现实中不具有可行性。

考虑两种现实中最常用的征税方案，一种方案是设计

针对所有居民的固定税率，即 tn =T /N，另一种方案是设计

针对收入水平的累进税率，即 tn = f( incn ) ，tn /incn＞0。正

如表 7的估计结果，设计累进税率的经验证据在于收入对

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前文的估算结果，收

入的提高会显著地促进空气质量的边际价值，而且，对雾

霾价值的促进作用比沙尘价值更大。以图 1 中估算的样

本 2边际价值为基础对两种税制进行比较。假设政府令

雾霾天气和沙尘天气下降一天的治理成本恰好满足补偿

原则，那么，固定税率即为边际价值的样本均值，即雾霾治

理的税率为 7．72 元 /人，沙尘治理的税率为 2．81 元 /人。

然后，考虑了一个“完美”的累计税率方案: tn = T( incn /∑
incn ) ，即所有居民都按照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分摊空气

污染治理的总成本。据此可以计算每个居民的消费者剩

余 csn，其分布如图 2所示。

通过图 2可以发现，两种税制的不平等程度在雾霾和

沙尘中存在差异。在雾霾的 csn 分布图中，累进税率的集

中度较固定税率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在沙尘的 csn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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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两种税率的集中度则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为了更准

确地进行对比，考虑使用两种常用的度量不平等程度的指

标:标准差和基尼系数，表 10描述了计算结果。

由表 10可知，无论是采用标准差指标，还是采用基尼

系数指标，征税后居民消费者剩余的不平等程度与税制之

间并没有明确的关系。例如，就雾霾治理税而言，累进税

率的 csn 标准差较固定税率更大，对样本截尾以后，累进税

率的 csn 标准差却比固定税率更小;而采用基尼系数指标

得到的结论与标准差指标的结论恰好相反。由此说明，以

收入水平为信号设计的累进税率并不比固定税率更公平。

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收入水平对空气

质量价值的解释力度有限。虽然从统计概率上看，空气质

量对收入更高的居民具有更高的边际价值，但是，收入水

平和空气质量价值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仍

然存在大量样本，其收入水平低而边际价值高或收入水平

高而边际价值低。那么，采用累进税率对这类样本而言会

导致比固定税率更严重的不公平。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

看，累进税率对此类样本的不公平很可能抵消了累进税率

在设计原理上平衡税额分配的效果，导致累进税率并没有

明显优于固定税率。因此，如果政府向普通居民征收个人

图 2 居民消费者剩余的核密度图
Fig．2 Kernel density of consumer surplus
注:①cs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②采用 Epanechnikov核函数

作图。

表 10 居民消费者剩余的标准差与基尼系数
Tab．10 Standard deviation and Gini coefficient

of consumer surplus

空气污染
标准差 基尼系数

样本 2 截尾样本 2 样本 2 截尾样本 2

雾霾 csn 固定税率 0．584 0．585 0．324 0．325

累进税率 0．628 0．493 0．183 0．332

沙尘 csn 固定税率 0．384 0．422 0．276 0．350

累进税率 0．361 0．443 0．297 0．313

注:①cs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②样本 2的样本量为 222，“截尾
样本 2”是指删除 5%和 95%分位数以后的样本 2，样本量减少为
200。

空气污染税，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收入可能并不是税率设

计的一个良好的参照指标。政府对累进税率的设计也应

进行谨慎的考虑和科学的论证。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两次问卷调查收集的微观数据，采用选择实

验方法评估了北京市的空气质量价值。调查结果显示，北

京市居民当前最关切的两种空气污染物分别是 PM2．5和

PM10。本文据此设计选择实验，并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

用随机参数 Logit模型和广义多元 Logit 模型估计了样本

居民对雾霾天气和沙尘天气的偏好参数，进而计算了空气

质量对样本居民的边际价值。结果显示，在一年中，雾霾

天气和沙尘天气减少 1 天对北京市居民的平均边际价值

分别为 7．72元 /d和 2．81元 /d。据此估算，2015年北京市

雾霾天气和沙尘天气损失的总价值分别为 239．61 亿元和
45．13亿元，占北京市当年 GDP 总量的 1．04%和0．20%。

居民对空气污染的偏好异质性得到证实，但决策过程

的范围异质性未得到证实，说明调查对象在选择情景中的

决策过程符合理性原则。本文随后重点对以上评估结果

的效度进行了分析。首先，通过两次调查样本得到的估计

结果基本一致，证实了居民对空气污染的偏好在时间维度

上具有稳定性。其次，在实证模型中引入“特定选项常数

项”和居民的个人特征以后，分析结果并未发生明显的改

变。而且，与近 10年来的同类研究结果相比，本文的估算

结果相对适中，不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空气质量价值的现

象。由此说明，基于良好的实验设计规范，选择实验在环

境公共物品的价值评估领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本文发现北京市 2015 年和 2016

年空气质量改善的价值均大幅低于当年北京市政府用于

治理空气污染投入的财政资金总量。虽然出于价值界定

和空间关联等方面的原因，本文可能低估了北京市治理空

气污染的总效益，但是，近年来北京市治理空气污染投入

的财政资金急速增长，仍然有必要对环境政策的可行性进

行科学的论证，从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此外，本

文基于居民个人空气质量价值评估的结果比较了个人环

境税的两种税制: 固定税率和累进税率。结果显示，虽然

空气质量对高收入居民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以收入水

平为指标设计的累进税率并没有比固定税率更加公平。

个人环境税的税制设计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之一。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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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choice experiment to evaluate air quality in Beijing

QUAN Shi-wen
( Institute of Ｒural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air qual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choice experiment has been increasingly used to measure environmental values． Compared with other stated preference methods，

the higher external validity is an important advantage of choice experiment． At present，several foreign studies have evaluated air qual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by using choice experiment． By contrast，the application of choice experiment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dd 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air quality evaluation in Beijing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hoice experiment．

Specifically，we design a choice experiment regarding air quality and conduct two online surveys on Beijing residents respectively in

2015 and 2016．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we use random parameter logit model and generalized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o elicit

individual’s preference on air quality，and thus estimate the value of air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 sample in 2015，the mean marginal

values of one hazy day ( i．e． with excess PM2．5 ) and one sandy /dusty day ( i．e． with excess PM10 ) are respectively 6．32 yuan and 2. 69

yuan． And according to the sample in 2016，the corresponding marginal values are respectively 7. 72 yuan and 2． 81 yuan． Above

estimates are basically stable in the two survey samples，and remain robust in different model specifications，and also keep consistent

with results of relevant studies． Consequently，Beijing’s hazy and sand-dust weather in 2015 leads to losses respectively worth 23．96

billion yuan and 4． 51 billion yuan，namely 1． 04% and 0． 20% of GDP． We further find that the economic values of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in 2015 and 2016 are all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Beijing’s fiscal input on controlling air pollution，indicating that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fund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Besides，although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level air

quality value，we do not find progressive tax rate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flat tax rate．

Key words air quality; choice experiment; evaluation; cost benefit analysis; h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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